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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法典》运输总则最新修订之评析
陈昊泽，何丽新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日本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由于技术革新、运输方式变革等原因，其规定已落后于时代。顺应法律
条文现代化趋势，2018 年《日本商法典》迎来了时隔约 120 年的大修改。此次修法基于运输法制体系化的立法理念，
使得日本运输法制由分散化而形成了从“一般法”到“特别法”的立法结构。运输总则的设置使得立法在精简的同时
增加了整合性，法律适用呈现统一化，保障了人们对现代运输交易的稳定预期，促进了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向
统一责任制发展。修改后，在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多式联运等制度修订上，体现了海商法的“上岸”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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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atest revis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ransport law in Japanese Commercial Code
CHEN Hao-ze，HE Li-xing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Due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change in transportation mode and other reasons，the rules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part of Japanese Commercial Code have been behind the times． To keep up with the trend of law modernization，
the Japanese Commercial Code was amended after 120 years in 2018． Based on the idea of systematization of transport legisla-
tion，Japanese transportation law has changed to a new legislative structure which is from general law to special law． The es-
tablishment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ransport law makes the legislation more integrated while simplifying it． The applica-
tion of law is unified which ensures people’s stable expectation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transactions． The principle of liabil-
ity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carriers is developing towards uniform liability principle． After the revision，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ritime legal system presents a dual track system，and the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water transport law has been unified． This
amendment reflects the trend of landing of maritime law in cargo transport，passenger transport and multimodal transport．
Key words:Japanese Commercial Code;general provisions of transport law;cargo transport;passenger transport;multimodal
transport
旧《日本商法典》(简称《商法典》)自 1899 年施
行以来，其中第二编第八章“运输营业”和第三编
“海商”，没有经过实质修改。2014 年 2 月 7 日，日
本法务大臣对运输法制的修改提出要求，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修改《商法典》运输和海商部分等规定的
修正案在国会全票通过。此次修法最大的亮点是将
原本只适用于陆上运输的运输营业章修改为适用于
所有运输方式的总则性规定。修改后的运输营业
章①被日本学界普遍称为运输总则。此外，海商编
也顺应时代进行了现代化修订，而《国际海上货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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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是日本专门规制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特别法，其内容基本参照《海牙—维斯比规则》。《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法》与《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组成了日本运输的国内法主干 。
② 虽然早在 1938 年法制审议会就有过修改《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的纲要议案，但最后没能成功修改。
③ 日本在《商法典》制定后缔结了一些国际条约。在国际海上运输方面，日本于 1957 年批准了《海牙规则》，并制定了《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法》。1993 年日本加入了《海牙—维斯比规则》，《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做了相应的修改。在国际航空运输方面，日本于 1953 年批准了《华
沙公约》，2003 年批准了《蒙特利尔公约》，修法前日本没有相关的国内法，而是直接适用国际条约。
输法》①仅删去了内容与运输总则规定相同的部分，
做了形式上的修改。
一、修法的动因
(一)旧有规定与实务的背离
《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立法至今经过了
约 120 年，大部分规定已完全落后于时代，既不能反
映现代运输发展趋势，也不能调整和指导实务运行，
缺乏合理性与整合性。日本旧《商法典》于 1899 年
施行，主要受到 1897 年《德国商法典》的影响。立
法后，旧《商法典》经过了几次修改，但是运输和海
商部分的内容均没有实质性的变动②。因此，旧《商
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中仍体现了许多 19 世纪
中后期的欧洲商习惯③，并且，由于立法时不存在航
空运输方式，修法前日本调整国内航空运输的规定
处于空缺状态。
如此古色苍然的法律仍能留存至今，令人不可
思议，原因之一是法律完全与实务背离。［1］84举一个
典型例子，旧《商法典》第 805 条第 1 款规定:“船舶
所有人应支付的救助费用为，从事救助的船舶为汽
船时，救助费用的三分之二;从事救助的船舶为帆船
时，救助费用的二分之一。剩余救助费用的一半，由
船长及船员支付。”虽然在立法时，海运船可以被分
为汽船和帆船，但是现代商业航海中已不使用帆船。
从这点来看，法律修改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旧《商
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中的许多规定是任意性规
定，纠纷解决实践中并不依照，而是通过行业法和业
界自律规范合同条款来调整法律关系。但合同条款
的作用是有限的，与运输专门法并行，才能更好地确
保现代交易的预测可能性。合同条款不能修正不合
理的强行性规定，也不能认为合同条款自身总具有
足够的合理性。并且，由于合同条款的制作主体是
企业，即使其内容合理，也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2］
例如，对于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危险品，修法前日本判
例法上认为，“海上货物运输业者负有了解货物是
否是危险品的义务。在运输危险品时，为确保船舶
和货物的安全，海上货物运输业者应调查危险品的
性质、危险程度、保存方法等注意事项，有适当装货，
防范事故发生的义务”。但要求海上货物运输承运
人逐一调查货物是否是危险品，过于严苛。［3］9此种
情况下，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难以通过合同条款的
方式维护其合理利益。
(二)立法语言的革新趋势
旧《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很少在实务中
被使用的原因之一是，其文字叙述仍然保持着片假
名与汉字相交的旧式法条表现方式。［4］旧《商法典》
的运输和海商部分早于 1899 年即已制定，其条文内
容使用明治时期文体，汉字与片假名夹杂，使用古文
文法，并有许多生僻词，再加上法律用语的专业性，
导致一般人对法律敬而远之，也给法律从业者的找
法用法带来不便。
基于对法律条文通俗化的要求，在国内立法上，
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民商事基本法的现代
化工作，使法律的内容与表现方式符合时代。日本
于 1996 年修改《民事诉讼法》，2004 年修改《破产
法》，2005 年制定《公司法》，2006 年修改《信托法》，
2006 年制定《法律适用法》，2008 年制定《保险法》。
2017 年完成了《日本民法典》债编的修改后，《商法
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的修改是民商事基本法现代
化的最后任务。2018 年 5 月 18 日修正案被众议院
通过，至此，日本民商事主干法律全部完成口语化，
日本运输法制亦得以现代化。
(三)技术的演进
时代发展要求《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顺
应时代潮流，创设和变更相应规范。由于信息通讯
技术的高速发展，自 1899 年旧《商法典》制定以来，
以文字为联络手段的通讯方式经历了从书信到短信
再到移动互联网的变化，信息流量急剧增加，交流便
利性大大提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商品运输服务
的需求不断增加，网上购物甚至可以不分地域，不问
国界。基于互联网系统，货物运输上，无车承运人平
台和中介服务商平台等应运而生，提供货主和承运
人的对接服务。旅客运输上，定制客运和旅客联程
运输成为常态，旅游产品的数量更呈现快速增长，这
些都催生了对现代运输业越来越高的要求。加之以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生产管理中，零库存成为可能，科技的发展要求企
业拥有连贯的供销管理机制。物流发生的革命性变
化要求运输业自身进行大幅改变，旧有法规已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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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高度专业化的现代运输，运输法制必须跟上时
代的步伐。
(四)集装箱革命和多式联运发展
多式联运的发展要求法律对多式联运作出专门
的调整和规制。多式联运的发展源于集装箱革命。
1920 年，美国铁路公司开发了集装箱运输方式，因
其便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装箱在世界范围内
普及。1956 年，美国海陆通运股份公司开始了第一
次集装箱海上运输。以此为开端，运输业进入集装
箱时代，货物运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集装箱
可以在不同运输方式中实现转运，具有通用性的特
点，加之集装箱可以短时间内被大量装船，雨天装
船、甲板载货成为可能，运输成本大幅降低。1966
年 9 月，日本运输省决定了海运集装箱化政策。
1968 年 9 月，最早的日本制集装箱运输船箱根丸开
航加州航路，日本开始了集装箱革命。［5］
伴随着国际多式联运的发展，出现了自身不具
备运输手段而通过转包给船公司、铁路公司、航空公
司等的方式来提供国际多式联运服务的从业者，称
为无船公共承运人。此种情况下，合同承运人与实
际承运人会发生分离。集装箱革命引发的多式联运
发展，要求运输法制能够处理多式联运中合同承运
人、实际承运人和货主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多式联
运是日本旧有的运输法制没有考虑到的。多式联运
是不同运输方式组合成的连续运输，旧有的运输法
制不存在将其直接作为对象的规定，直接适用旧规
定将会发生法律条文与实践的背离。虽然在多式联
运专门立法前，日本实务界已有应对，通常在缔结多
式联运合同时发行多式联运提单，其上记载多式联
运合同条款，当事人依据条款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但是这种全凭合同条款来处理多式联运法律关系的
做法存在问题，如前所述，运输法制与合同条款应当
能够保持适当的平衡，故而需要新的立法方案来匹
配运输实践的发展。
二、修法的特性
2014 年 2 月 7 日，时任法务大臣的谷垣祯一在
对法制审议会的第 99 号咨问中说到:“由于《商法
典》制定以来，社会、经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
更好地调整货主和承运人及其他运输关系者间的合
理利益，并且，从将海商法与世界接轨的观点出发，
有必要重新考量《商法典》的运输和海商部分的规
定，应制定纲要”。［6］从此处可以看出，此次修法的
范围是运输法制的现代化，要求法律更加合理地调
整货主和承运人及其他运输关系者间的合理利益，
也包含着顺应世界动向而进行修法的问题意识。
(一)分散化到体系化
如下表所示，日本旧有的运输法制是分散化的，
对不同运输方式适用不同法律规定。在国内区域，
旧《商法典》的运输营业章是陆上运输的规定，海商
编是国内海上运输的规定，运输营业章的规定也准
用于国内海上运输，而在航空运输领域，则没有法律
调整。在国际区域，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适用《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法》，国际航空运输直接适用相关国
际条约。
在修法之初，日本学界有两种修改思路:其一，
针对同种运输方式，在国内和国际适用同样的规定。
如在《商法典》中加入《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内容，
将《蒙特利尔公约》国内法化来应对国内航空运输。
其二，在国内运输上设置统合所有运输方式的运输
总则，而国际运输则保持原样。［1］87实际进行的修改
与后一种思路更像，新《商法典》在第二编商行为的
第八章设置运输总则，并设置特别规定来规制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因为运输方式不同，风险控制呈现
差异化，所以旧有的分散化的运输法制具有一定价
值。但随着现代运输的发展和技术革新，不同运输
方式间货物毁损、灭失、迟延危险性的差异正在大幅
减小，旧《商法典》运输和海商部分的立法缺乏整合
性，内部法制不统一等问题已经凸显，时代要求运输
法制趋向统一化。而且，由于在现今社会一般观念
认识上，任何运输方式都应当是安全的，再加上通过
保险风散合理风险，对于不同运输方式适用不同规
定的合理性根据正在消失。重新审视运输法制，转
变分散化的立法模式是有必要的。［7］事实上，日本
此次修法的讨论是以陆上运输规则为出发点的，然
后思考将陆上运输规则适用于海上运输和航空运输
的适当性，最后得出结论，海上运输若要适用陆上运
输的规则为总则，则必须设置特殊规定。［8］5
因此，新《商法典》以运输总则为“一般法”的规
定，形成了“一般法”规定到“特别法”规定的层次鲜
明的体系结构。运输总则是适用于所有运输方式的
一般性规定。以运输内容划分，包括货物运输和旅
客运输;以运输方式划分，包括陆上运输、海上运输
和航空运输。在特别法上，对于海上货物运输，适用
海商编的规定;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适用海商编
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对于国际航空运输，则
适用国际条约，即《蒙特利尔公约》。具体如表 1、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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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水运输是日本特有的概念，“平水”意为平稳的水域，其范围包括湖川运输、湖川港内运输和部分沿海运输，日本《船舶安全法施行
规则》第 1 条第 6 款划定了 49 个属于平水范围的的沿海区域，例如从日本千叶县的市川港向南沿着东京湾到神奈川县的横须贺港间的航行属
于平水航行。参见小田啓太:《商法(運送·海商関係)改正における論点に対する私的考察》，发表于《海事の窓》，2014 年第 69 期，第 10-
16 页。
② 根据《船舶安全法》的规定，日本的内航船适用于平水、沿海以及近海(非国际)的区域，沿海区域为海岸以外 20 海里的水域。近海
(非国际)区域为东至东经 175 度，南至北纬 11 度，西至东经 94 度，北至北纬 63 度的范围。新《商法典》海商编的调整范围正是这一范围内的
国内水上运输。
表 1 日本新旧国内运输法制对照表
新 旧
运输种类 旅客 货物 旅客 货物
陆上
海上
航空
运输总则
运输营业章
运输营业章 +海商编
无
表 2 日本新旧国际运输法制对照表
新 旧
运输种类 旅客 货物 旅客 货物
陆上
海上
航空
运输
总则
运输总则 运输营业章 无
运输总则 +海商编 +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运输营业章 +海商编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运输总则 +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
新《商法典》运输总则的设置使得运输法制呈
现体系化编排，其体系化本身产生价值。法律体系
化最原始的功能是帮助找法，找法者可以从一般法
对系争法律关系作初步定位，再进一步探究是否涉
及特别法。体系的效益又不以储法、找法、用法为
限，必然还惠及立法和专业教育。［9］经过修改后，日
本运输法制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共同内容规定
为总则，减少条文的数量，使得立法精简化，同时降
低了制度理解难度。体系化带来了法律适用的统一
化与整合性。在货物运输上，国内水上运输法制达
到了统一化。在旅客运输上，除了国际航空运输外，
统一只适用运输总则的规定，旅客运输法制也得到
统一。同时通过适用总则的规定，国内航空运输的
立法空缺也得以填补。这样层次分明的体系适合由
浅入深地学习运输法体系，能够保障商业主体和一
般消费者对现代运输法律关系的稳定预期，并能帮
助一般人增加对运输的了解。
(二)水上运输的双轨制
旧《商法典》将平水运输①纳入陆上运输范畴，
受到运输营业章的规制，否定其特殊性。但司法实
践中又适用船舶相关的法规如《船舶法》《船员法》
《船舶安全法》《船舶职员和小型船舶操纵者法》等，
故而对于平水运输的调整在旧《商法典》中落到了
一种矛盾境地。日本此次运输法制的修改，将原本
属于陆上运输调整范围的平水运输纳入国内海上运
输范畴进行调整，适用运输总则和海商编的规定。
此举统一了日本国内水上货物运输法制，无论是平
水、沿海还是近海(非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都适用运
输总则和海商编②。这样，国内水上货物运输适用
运输总则和海商编，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则额外适
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其体制实质上形成双轨
制，对国内水上货物运输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适用
不同的规定。
(三)衡平承运双方利益
此次修订并非是“猛烈”的修改，而是为了使运
输法制体系适应实务发展，不对实务现状造成大的
影响，［10］38故而，此次修法导向上没有偏重货主和承
运人任何一方，体现了商主体间利益的平衡化与对
一般消费者的保护。商主体间利益的平衡，即对作
为专业主体的货主方和承运人方都提出更高的要
求，着力通过条文保证公平交易。新《商法典》运输
总则对旧规定，基本做到实务处理轻了则加重，重了
则减轻，使条文适应交易实践，力求保障现代运输交
易的平稳运转。例如新《商法典》第 577 条加重了
托运人的高价品通知义务，第 581 条保障了收货人
对承运人的请求权，第 584 条调整了承运人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的期间。而修法对一般消费者则持保护
的态度。由于一般消费者与承运人在对风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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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交易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熟悉程度等方面有明
显差异，处于弱势地位，所以需要强化保护。例如新
《商法典》第 591 条明文规定禁止免除侵害旅客人
身责任的免责特别约定。
(四)海商法的“上岸”
海商法“上岸”指的是海商法中运输法律的“上
岸”，与岸上运输法律相互交融，进而得到统一。其
形态是岸上运输法制中吸收了海商法的内容，使得
海商法原有的制度设计的适用范围扩大。［11］海商法
“上岸”体现了运输法律规定的统一化趋势。统一
的方式不是陆地的规定扩张到海上，而是海上的规
定扩张到了陆地，对陆上运输加之更专门化的制度。
海商法“上岸”源于实践的需求，现代运输的高度专
业化，不同种类运输方式的风险通过保险等方式变
得更加平均化，对法律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法律进
行统一化。海商法“上岸”趋势在这次法律修改中
有明显的体现，如运输总则第 572 条的危险品通知
义务、第 584 条的承运人责任的免除、第 585 条的时
效、第 587 条的承运人责任的同一化等制度，都是从
国际海上运输制度中借鉴而来。这些制度能较好地
解决现行运输法制运行不良的问题。海商法是运输
法的起源，具有相对先进性，能够更为灵敏地反应现
行运输实践的变化。故而当海商法中的一些制度运
用于陆上的运输法制时，这也是一种超前的立法，能
更好地指导陆上运输实践的发展。
三、修法的重点
(一)承运人损害赔偿额的参照基准
新《商法典》第 576 条第 1 款中规定:“货物发
生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额按照应交付时间的交付
地市场价格(有交易所价格的，按照交易所价格)。”
此规定涵盖的范围仅有货物的毁损和灭失，没有包
括单纯迟延交付的情况。单纯迟延交付造成损害的
责任额，通过民法的债务不履行制度来确定。例如
在汽车零件的运输合同中，如果此零件是关键零件，
迟延交付会造成汽车生产者的生产线停运，而承运
人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根据《日本民法典》第 416 条
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承运人对生产线
停止而造成的利益损失负赔偿责任。
旧《商法典》第 580 条第 2 款和第 581 条提及了
迟延的情况，故而对于单纯迟延是否适用损害赔偿
额参照基准，在法律修改前的解释上是有争议
的。［10］34并且，将新《商法典》第 576 条第 1 款规定的
承运人损害赔偿额的参照基准扩大适用于单纯迟延
的情况具有合理性，因为计算货物运输迟延造成的
损失额，与货物的毁损、灭失的情况一样，都是基于
货物本身可能给货主带来的价值，所以其标准应当
统一化。排除对单纯迟延交付的适用，可能造成依
据《日本民法典》第 416 条计算所得的单纯迟延的
赔偿额，反而高过依据新《商法典》第 576 条第 1 款
计算所得的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赔偿额。举重以
明轻，这是不合理的。但由于实务中普遍存在迟延
损害赔偿额的特别约定，故而一般认为不适用损害
赔偿额的参照基准。虽然此规定不合理，但新《商
法典》基于不影响实务运行的考量，明确规定了单
纯迟延不适用损害赔偿额参照基准。［12］34
(二)高价品的特殊规定
旧《商法典》第 578 条规定了:“货币、有价证券
及其他高价品，除了托运人在委托运输时告知了种
类及价格的，承运人对其毁损、灭失以及迟延不负损
害赔偿责任”。此规定的原意是为了促使货物单位
价值明显高于普通货物的货主，对货物的种类和价
值进行信息公开，确保承运人请求增加运费的机会。
而这样的规定不见于任何国际条约，在比较法视野
内也并不普遍。对于虽然没有接到高价品通知但承
运人知道货物是高价品的情况，是否免除承运人责
任，日本学界有不同见解。旧《商法典》采取一律不
问承运人是否知情的处理方式，没有将偶然的知道
与否当作问题加以考量，只要托运人没有履行高价
品通知义务，承运人即免责，这隐含有督促托运人进
行高价品通知的意思。学界部分观点也认为，在没
有通知的情况下，承运人即便在缔结运输合同时已
经知道货物是高价品的，也可以免责。［12］28不过这样
的情况下，与有通知的情况没有区别。所以现在多
数观点认为，即使没有通知也不能免责。在此立场
上，承运人在什么时间、何种程度上知道，才免除托
运人的通知义务，是有争议的。故而，新《商法典》
第 577 条第 1 款在继承了旧《商法典》第 578 条规
定的基础上，新增了第 577 条第 2 款予以限制，规
定:“前款规定在以下情况不适用。一、在缔结货物
运输合同时，承运人知道运输的是高价品的。二、承
运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高价品毁损、灭失或迟
延的。”第 2 款规定的“缔结货物运输合同时”这一
时间点，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承运人
在缔结合同时知道货物是高价品，即可以要求托运
人履行高价品通知义务。就此而言，这条规定的主
旨是恰当的。并且可以推导出，只要缔结合同时承
运人不知道货物是高价品，承运人即便在接收货物
时知道了货物是高价品，也不适用高价品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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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三)承运人责任的免除
旧《商法典》第 588 条第 1 款规定:“承运人责
任在收货人接收货物并且运费及其他费用已被支付
后免除，但是货物毁损或部分灭失的情况不能直接
被发现的，收货人在货物交付之日起两周内对承运
人发出通知的，不在此限。”第 2 款规定:“前款规定
在承运人恶意时不适用。”新《商法典》同样有限定
请求承运人承担货物毁损或部分灭失责任的期间的
规定。新《商法典》第 584 条第 1 款规定:“对于货
物的毁损及部分灭失的承运人责任，收货人没有异
议而接收货物的，责任免除。但是货物的毁损或部
分灭失的情况不能直接被发现的，收货人在交付之
日起两周内对承运人发出通知的，不在此限。”
第 2 款规定:“前款规定在货物交付之时承运人已
经知道货物的毁损或部分灭失的，不适用。”这两款
规定继承了旧《商法典》第 588 条的观点，但是没有
采纳第 588 条第 1 款规定的“已支付运费及其他费
用”的承运人责任免除条件，收货人两周内不能发
现隐藏的损害的，将不能追究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
任。有学者对新《商法典》没有加入“收货人已支付
运费及其他费用”这一条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认
为旧《商法典》第 588 条的规定至少以支付运费等
的作为要件，是只有在双方履行完基本债务后才适
用的特殊规定。这是考虑到了当事人间的平衡。而
按照新《商法典》的规定，可能产生货主方仍然残存
着支付运费的债务，但却不能对承运人的过失追责
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规定是缺乏平衡而不妥当
的。［13］事实上，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12 条有
类似的通知义务，规定了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发现
货物部分毁损、灭失的，有在收到货物的三日内通知
承运人的义务，但是却不认可未履行通知义务将导
致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效果。
新《商法典》第 584 条第 3 款作出全新规定，规
定:“承运人将运输转委托给第三人的，收货人在
第 1 款但书的期间内对承运人发出同款但书的通知
时，第三人责任相关的同款的但书期间延长至承运
人接到收货人通知之日起两周。”虽然此条的立法
宗旨是妥当的，但是两周期间的规定不尽合理。新
《商法典》第 584 条第 1 款的但书规定的两周期间，
是对于不能直接发现货物部分毁损灭失时，收货人
发现的必要合理期间。而第 3 款的情况是从收货人
处收到通知的承运人通知运输第三人的期间，这相
对于要求货主在直接发现损害时即提出异议的做法
来说，是有失平衡的。［3］29
(四)承运人责任时间限制制度的变化
根据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14 条第 1 款
规定，货物相关的承运人责任，自货物交付之日(全
部灭失的自应交付之日)起一年内不起诉的则免
除;第 2 款规定此期间限于损害发生后，可以通过合
意延长;第 3 款调整的是对转包承运人求偿的情况，
规定了承运人在第 1 款规定的期间内收到损害赔偿
请求或者被起诉的，期间即使满一年，在承运人已经
赔偿了损害或者应诉的三个月内，转包承运人的责
任不免除。旧《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 14 条的规
定来源于《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3 条第 6 款，并没
有明文规定此期间的性质是诉讼时效的期间还是除
斥期间①，但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是除斥期间。［14］
旧《商法典》运输部分的时效制度规定在
第 589 条，准用了第 566 条的规定，规定了货物毁
损、部分灭失及迟延的承运人责任，除承运人是恶意
的情况外，自收货人收取货物之日起，全部灭失的自
应交付之日起，经过一年，诉讼时效届满。而恶意的
情况则根据旧《商法典》商行为总则第 522 条的规
定，适用五年的诉讼时效。新《商法典》没有继承旧
《商法典》的诉讼时效制度，而采用了《国际海上货
物运输法》的除斥期间制度，原因如下:其一，作为
商业主体的承运人反复运输不特定多数的货物，应
有较高的危险预见可能性;其二，货物交付后一年后
难以判断承运人的主观状态是善意或恶意;其三，货
主请求赔偿的准备期间与承运人主观状态没有关
系。［3］29
新《商法典》第 585 条第 1 款规定了货主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存续期间。因货物的毁损、灭失或迟
延而产生的承运人责任，自货物交付之日(全部灭
失的自应交付之日)起一年内不通过诉讼方式请求
则免除，这也包含了使用转包承运人的情形。实际
上，一年的期间对于调查货物损害发生的原因并收
集证据并不必然足够。在旧《商法典》规定上，期间
经过前不能通过合意而延长，为了避免期间经过致
使承运人责任被免除，无论承运人主观状态是善意
或恶意，货主必须在期间经过前通过提起诉讼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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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承运人
与货主的和解，这个矛盾在此次修法中得到化解，新
《商法典》第 585 条第 2 款规定了此期间在损害发
生后可以通过合意延长。第 3 款也与旧《国际海上
货物运输法》第 14 条相同，规定的是承运人转包给
第三人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期间。
(五)承运人责任的同一化
承运人造成货物的毁损、灭失、迟延的，尤其是
货物的毁损和灭失的情况，直接侵害了货物的所有
权，基于合同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和侵权责任会同时
发生。对于此种情况，日本历来的判例认可对承运
人的请求权竞合，即因承运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
成托运人、收货人及第三人损害的，承运人承担债务
不履行责任和其他侵权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
定，原则上不适用侵权责任，货主基于合同条款或侵
权责任对承运人追责，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新《商
法典》改变了一情况，第 587 条将减轻或免除承运
人债务不履行责任的各规定，即前述的损害赔偿额
参照基准、高价品的通知义务、承运人责任的免除和
时效制度，准用于承运人对于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侵
权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消除了合同责任和侵
权责任间的显著差异，［15］回应了统一承运人责任范
围的要求，与世界的立法动向相符合。［16］
(六)托运人的危险品通知义务
在运输对象多样化的过程中，各种各样危险品
有被运输的可能，所以在承运人看来，为了避免运输
工具和其他货物因为危险品而发生损害，应有机会
拒绝运输危险品，或者即使接受运输，也应有机会采
取必要措施。但是，旧《商法典》中不存在针对危险
品运输的特殊规定。因此，发生危险品事故的，受到
损害的承运人基于合同请求损害赔偿时，在诉讼中
有必要对托运人预见危险品的可能性及违反通知义
务的事实立证，［12］34这给承运人的诉讼带来了很大
的负担。针对此问题，新《商法典》在第 572 条明文
对托运人课以危险品通知义务，即“货物具有引火
性、爆炸性等其他危险性的，托运人在交付前应告知
承运人货物的品名、性质及其他对于安全运输必要
的信息”。加上《日本民法典》第 415 条债务不履行
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新法上，托运人违反通知义务
对承运人造成损害的，负基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
偿责任，但能够立证自身不存在归责事由的，不负责
任。危险品的相关的举证责任在托运人方，承运人
利益得到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修法过程中讨论危险品通知义
务法定化时，谈及了托运人违反危险品通知义务所
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即托运人违反通知义务而致承
运人受到损害的，对托运人是课以过失责任还是无
过失责任。［17］日本国内解释的通说认为是过失责
任，而在《海牙—维斯比规则》第 4 条第 6 款的解释
上则认为是无过失责任，近年的《鹿特丹规则》
第 32 条更明示规定为无过失责任。无过失责任更
能保障现代运输的安全性，在处理承运人与托运人
间法律关系的时候也更为简单，剩下的法律问题由
托运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内部求偿来处理。但是
立法过程中，对此有很大争议，主要反对观点如下:
其一，危险品的定义缺乏明确性;其二，制造业者、商
社、无船承运人、消费者等各种托运人对危险品的认
识和知识有显著差异，故而需要灵活应对;其三，实
践上托运人一般不会投保赔偿责任险，因为这在保
险实务上需要评价危险性;其四，认可承运人的责任
限制，而对托运人课以无过失责任，有失均衡。［18］最
终，新《商法典》规定托运人违反危险品通知义务时
负过失责任，且没有无过失责任的特殊规定。至于
危险品的内涵和外延，则留待解释加以确认。对作
为运输总则的一般性规定来说，违反通知义务即课
以无过失责任，未免过于严苛，故而采用过失责任是
适当的。
(七)收货人权利的扩大
旧《商法典》第 583 条第 1 款规定:“货物到达
后，收货人取得因运输合同而生的托运人权利。”根
据此规定，收货人取得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上的权利
的时间是在货物到达后。那么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
灭失，则收货人不能取得任何权利，收货人只能通过
要求托运人让渡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式来追究承运
人责任。在日本国内交易的实务中，由于买卖双方
在标的物交付前，危险不会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故而
依据旧《商法典》的规定，也不会产生任何问题。问
题出在国际交易上，危险转移给买方的时间是装货
时，如 FOB和 CIF条件，在此情况下，若货物在运输
途中灭失，作为买方的收货人接受了危险的转移却
不能取得对于货物的任何权利，而作为卖方的托运
人缺乏追究承运人责任的动力，收货人从托运人处
让渡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做法在实务中存在很多
困难。
针对此问题，新《商法典》第 581 条第 1 款规
定:“收货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时或者货物全部灭
失的，取得基于货物运输合同而生的与托运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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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该规定不仅赋予货物到达目的地时，收货
人取得货物权利，而且增加了货物全部灭失情况下，
收货人也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这样对收货
人的保护更加周延。收货人在新规定下可以对货物
在运输途中全部灭失的情况独立行使请求权，而不
必要求托运人进行权利让渡。不过，该条文如此规
定会造成托运人与收货人权利竞合的情况，货物全
部灭失的，承运人有收到来自托运人和收货人双方
损害赔偿请求的可能性。对此，新《商法典》在
第 581 条第 2 款规定“收货人在请求货物的交付或
损害赔偿时，托运人不能行使此权利”，在托运人和
收货人的权利行使中确定了顺序，保障了收货人权
利的行使，减轻了收货人的负担。而托运人的权利
只是被暂时冻结了，若收货人撤回了请求，托运人仍
可以行使权利。
(八)多式联运下的不完全的统一责任制
随着多式联运的广泛普及，新《商法典》新设了
基于运输总则的多式联运规定。理论上，若已经创
设适用于全部运输方式和区段的一般法的话，对于
多式联运便无必要设置特别规定。但在实践中，多
式联运常见的问题是，当损害发生的原因和区段不
明确时如何适用规范。并且，海上运输的责任制度
体系具有特殊性，国际运输上存在《蒙特利尔公约》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等强行性规定，因此创设多
式联运的责任规则是有必要的。
新《商法典》第 578 条是多式联运承运人损害
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以货物运输适用运输总则的
规定为前提，第 578 条第 1 款规定了多式联运的定
义，即将陆上运输、海上运输和航空运输中两个以上
的运输约定在同一个合同中的运输。那么，比如将
两个以上的水上运输约定在同一合同中的就不是多
式联运。但立法者考虑到了陆上运输的特殊性，陆
上运输中，有汽车、铁路等不同的运输工具及相应的
不同法令，［8］9故而在第 578 条第 2 款中规定:“前款
规定准用于将根据区段的不同而适用不同法令的两
个以上的陆上运输约定在同一个合同中的情况。”
根据新《商法典》第 578 条第 1 款的规定，多式
联运中货物发生毁损、灭失或迟延时多式联运承运
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能确定发生的区段，则多式
联运承运人根据运输合同条款规定适用的日本法或
者日本缔结的国际条约规定承担责任;而若区段不
能确定的，则适用《商法典》的一般性规定，即运输
总则。从这里可以看出设置运输法总则的价值，体
系化的运输法制能带来法律适用的同一，使得日本
运输法制呈现出高度整合性，尤其使多式联运制度
得益。
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统一责任
制和网状责任原则的对立。前者认为多式联运承运
人的责任并非是根据运输方式的分散化法律规制，
应适用统一的责任原则。而后者则认为应根据不同
的手段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制。［19］统一责任制是发
展的目标，相较于适用不同的责任制度，更适合于保
护承运人和货主双方的利益。网状责任制是目前多
数国家采用的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但均不是
单纯的网状责任制。因为实践中发现，在货物毁损
灭失或产生毁损灭失原因的区段不能查明的情况
下，单纯的网状责任制是不能适用的。多式联运是
一个连贯的运输过程，在单纯迟延的时候，判断迟延
发生的区段很困难，此时不同区段的适用不同的法
律，很可能达不到公平的法律追求。中国现行的多
式联运责任原则采用不完全的网状责任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 321
条的规定，可以确定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
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适用
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不能确定
的，依照《合同法》第十七章运输合同的规定，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简称《海商法》)第 105 条、第 106 条的规定，能确
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
区段的，多式联运责任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
有关法律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的运输区
段不能确定的，多式联运承运人应当依照《海商法》
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负赔偿责任。那
么，中国现行法律对多式联运承运人责任的法律适
用规则为:能确定损害区段时，适用该区段的规定;
不能确定损害区段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有国
际海上运输的情形，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从形式上看，中国现行的多式联运责任原则与
日本修法后新增的制度相似。但是仔细考究就会发
现，《合同法》对于多式联运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
呼应实践，而《海商法》将不能确定区段的情况统一
适用《海商法》，不利于货主合法权益的保护。由于
《海商法》第四章采用不完全过失责任制，并且第十
一章规定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承运人实际承
担的责任可能比能够确定区段的情况轻很多。反观
日本的规定，如果能确定损害发生的区段，则多式联
运承运人根据运输合同条款规定，适用日本法或者
日本缔结的国际条约承担责任;而若区段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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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适用运输总则。运输总则的特性使得日本的多式
联运承运人责任原则更接近统一责任制，可以称作
不完全的统一责任制。这样，在可以确定区段时，需
要适用的是运输总则的规定，在平水运输、海上运输
和国际航空运输时加之特殊规定;而在不能确定区
段时，则全部适用运输总则的规定。可见，适用总则
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运输总则的设置是基于各
种运输方式的共通性特征，故而对承运人和货主来
说，责任的承担具有更好的可预测性。此外，适用运
输总则的规定较之适用海商制度，更有利于保护货
主。比如，以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国内航空运输中
的两个以上运输方式进行多式联运，在日本法上可
以明确知晓多式联运适用的责任规定为运输总则，
而中国可能适用的法律为《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铁路法》(简称《铁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用航空法》(简称《民航法》)。在现行条件下，由于
海上运输存在特殊性，运输法制不可能完全趋同，不
完全的统一责任制是现阶段相对优越的多式联运承
运人责任原则。
(九)旅客运输中特别约定的禁止
旧《商法典》中关于旅客运输的规定共有 14
条，缺乏航空旅客运输的规定。在现代社会下，这些
条文大多失去实践意义，出现了与交易实态的背离。
因而，实践中行业法和旅客运输业者拟定的运输合
同条款起着很大作用。［20］新《商法典》将陆上旅客运
输、海上旅客运输、航空旅客运输都适用运输总则，
通过此方式改变了国内航空旅客运输规定欠缺的情
况，去掉了不适应现今交易实践的规定。同时由于
已经规定了适用于旅客运输中承运人责任的一般规
定，故而在海商编中删去了海上旅客运输的相关
规定。
新《商法典》第 590 条规定:“承运人对于旅客
因运输受到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能证明没有
怠于履行对旅客的注意义务的，不在此限。”该规定
维持了旧《商法典》第 590 条的对承运人责任的过
失推定原则。旧《商法典》第 590 条第 2 款中“考量
损害赔偿额时，法院应斟酌被害者及其家庭情况”
的内容被删除，这是由于审判实践中对于旅客损害
赔偿请求的赔偿额，一般通过治疗的实际费用、停业
造成的利润损失、抚慰金等来算定，斟酌被害者及其
家庭情况客观上很难被付诸实践。
新《商法典》重视对旅客安全的保护，着力点在
承运人责任上，按照第 591 条的规定，除了特殊情况
外，减轻或免除造成旅客人身侵害的承运人责任的
合同条款是无效的。由于旧《商法典》没有这样的
规定，故而这是强化了规制。有学者认为，基于实践
运行中不存在减轻或免除旅客人身侵害的承运人责
任的条款，并且有《消费者合同法》及行业法的规
制，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此类合同条款的无效。［1］89但
是没有专门的法律而全部通过准用其他领域的法律
来解决问题，终究难以圆满。从专门立法的完整性
和法律通俗化来看，此条立法仍有其价值。
但是，明文规定全面禁止旅客运输中承运人的
免责特别约定，会导致两个问题。其一，特别约定无
效将导致不利后果。如铁路等的公共交通，一次迟
延会造成承运人对大量旅客承担迟延责任的情况，
若没有免责特别约定，运输业难以合理运转，也会造
成运输费用的上升。其二，难以维持真正有必要的
运输。比如在灾区运输的，或运输重病患者的，或因
运输通常伴随的振动造成人身重大危险的，由于运
输业者没有接受运输的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没
有减轻或免除责任的特别约定，运输业者为了减少
风险，可能选择不进行运输。针对这两个问题，新
《商法典》第 591 条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形:其一，运
输迟延是造成旅客人身侵害的主要原因的;其二，发
生大规模火灾、地震及其他灾害时，或有发生大规模
火灾、地震及其他灾害的危险时运输的;其三，因运
输通常伴随的振动及其他情况造成旅客生命或身体
发生重大危险的。以上三种情形的特别约定虽不被
禁止，但受到一般法条文的制约，如《日本民法典》
第 90 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日本《消费者合同
法》第 8 条禁止了免除业者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别约
定，第 10 条禁止了单方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特别
约定。
四、结语
如前所述，日本此次修法的主要着力点在运输
总则，海商编的修改多参照《海牙—维斯比规则》及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国 1993 年施行的《海
商法》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法律，参考了《海牙—维斯
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结合中国实践，采用独特的
混合模式来规制国际海上运输。然而已过去了二十
余年，《海商法》需要加以修改。日本海商制度修改
后的内容没有跳脱出中国 1993 年立法即已参考的
《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范围，对中国的借鉴空间是
有限的，但海商法的“上岸”，即运输总则的条文内
容参考《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制度设计的做法，对
于运输立法是值得参考的。
中国现行的运输法制也采用一般法与特别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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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内河和沿海航运在 2001 年至 2016 年间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但是《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被废
止了。
合的模式，一般运输合同由《合同法》规制，铁路运
输有《铁路法》作为特别法，航空运输有《民航法》作
为特别法，国际海上运输有《海商法》作为特别法，
内河、沿海的航运现状没有特别法①。但是《合同
法》关于货物运输、旅客运输和多式联运的规定过
于简要，而内河和沿海领域航运特别法的缺失，也给
实践带来很大的问题。虽然中国目前的运输法制存
在着矛盾和空白，但是正逢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时刻，
笔者认为应当抓住机会，参酌新《商法典》运输总则
的修法经验，完善《合同法》运输合同的相关规定，
整合不同种类运输方式的规定，朝着运输法制统一
化努力。统一的运输法制能带来承运人和货主对权
利义务的稳定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对现代交易带来
的风险，促进运输业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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